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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ROBUTTON  AcceptAllChangesInDoc Abstract ：Organic matter is the core of soil fertility and plays a dual role in both acidity mitigation and fertility improvement. Acidity and poor fertility are two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cultivated land in the red-yellow soil regions of south China. Focusing on the synergistic interaction between acid reduction and fertility improvemen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impact of acidity on organic matter accumulation, the techniques of combining organic and inorganic fertilizers in both dryland and paddy fields, and the aggregates-organic matter-microbes coupling mechanism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given to the roles of aluminum and iron. Future research should emphasi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w pH and iron-aluminum enrichment in red-yellow soils, develop new measures for synergistic acid reduction and fertility improvement, isolate synthetic microbial communities and optimize their colonization conditions, and elucidate the aggregates-organic matter-microbes coupling mechanism using multidisciplinary knowledge and new techn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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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南方红黄壤区地处热带、亚热带，北起长江沿岸，南至南海诸岛，东至台湾，西至云贵高原与横断山脉，包括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台湾等省（区）全部、浙江、云南、四川省的大部以及皖南、鄂南、藏东南和苏西南边缘小部，涉及15个省（区），总面积218万km2，约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22.7%[1]。该地区水热资源丰富，气候生产潜力巨大，但是土壤酸化严重。据统计，南方红黄壤区酸性土壤面积约188万km2，约占该地区土地总面积的86%，而且酸化程度和面积仍在扩大，严重制约了生产潜力发挥[2]。
近些年，高强度集约化土地利用、农用化学品过量投入和单一作物种植模式，使本已呈酸性的红黄壤“酸上加酸”。同时，高温多雨的气候，红黄壤有机质分解快、养分淋溶流失多，导致肥力低下，伴随板结、黏重、侵蚀、季节性干旱等复合障碍问题。系统解决红黄壤酸、瘦、板、黏、蚀、旱的复合障碍问题是发挥这些地区巨大气候生产潜力的前提。例如，贵州省水、热等气候条件虽在全国具有优势，作物气候生产潜力巨大，但黄壤酸、瘦、黏等问题突出，严重制约了贵州省耕地质量和产能提升，2022年贵州粮食和油料作物单位面积产能分别较全国平均水平低31.1%和14.9%。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提升红黄壤区耕地质量是落实国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一环。2021年，国家科学技术部启动 “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北方干旱半干旱与南方红黄壤等中低产田能力提升科技创新”重点专项。2023年，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开展酸化耕地治理重点县建设的通知》，对全国南方酸化耕地面积较大的15个省份、20个县开展酸化耕地治理。2024年，中国科学院启动了“盐碱酸性土壤产能提升”前瞻战略科技先导专项。2025年，国家酸化耕地治理科技创新联盟成立。克服红黄壤酸、瘦、黏等地力限制因子，提升红黄壤耕地质量和产能，是实现我国红黄壤区粮油作物高产稳产的重大需求。
酸碱度是土壤物理、化学和生物性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土壤有机质是耕地质量的核心，决定着土壤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性质，是实现粮食安全的基础与保障。团聚体是土壤结构的基本单元和有机质的储存场所，微生物是影响团聚体和有机质形成和稳定的主要因素。据此，本文以团聚体-有机质-微生物耦合作用为主线，综述了红黄壤降酸与培肥的协同作用，以期为我国红黄壤耕地质量和产能提升提供科技支撑。
1 红黄壤降酸与培肥的协同作用
1.1 红黄壤降酸与培肥的协同原理
土壤酸化的机制之一是土壤养分离子的大量淋失，阳离子交换量和酸缓冲能力降低，相反，H+和Al3+大量释放，导致土壤贫瘠、酸害、铝毒、锰毒加重。酸性土壤改良利用的原则之一是降低酸度和提高肥力并重，但是土壤酸度改良和肥力提升经常被分离研究。土壤酸度和肥力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协同关系。降酸是培肥的前提和基础，而培肥是降酸的巩固和深化。发挥二者之间的协同作用，可共同创造一个适宜作物生长、养分高效的健康土壤环境。改良剂施用下的土壤降酸培肥效果的Meta分析表明，在酸性土壤上施用有机肥类和生物质炭类改良剂可实现协同降酸、培肥、增产的目的[3]。降酸与培肥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改良酸性土壤、提升地力的核心技术路径。
通过土壤培肥，提高了土壤养分和有机质含量，土壤盐基饱和度升高，而且有机质含有多种官能团，可增加土壤缓冲性能，建立对抗酸化的缓冲体系，可为降酸提供长期稳定和缓冲环境。另外，一些养分阴离子如磷酸根、有机阴离子官能团能够与Al3+、Mn2+发生络合反应，形成稳定的、无毒性的络合物，降低酸害、铝毒和锰毒发生。因此，提升土壤有机质和养分等肥力指标，可实现土壤降酸和培肥的协同作用。
通过土壤降酸，可消除土壤中铝和锰的毒性，作物根系得以正常生长，从而能更有效地吸收土壤养分，实现“土壤有肥、作物能吸收”，培肥措施才能见效；同时，酸性土壤pH提高后，土壤中大多数养分（如磷）有效性和微生物活性升高，土壤中固持的养分得以释放，微生物对有机养分的分解周转加快，土壤肥力提高。因此，降酸也有利于土壤培肥。有机质是土壤肥力的核心指标，但是目前酸碱度对土壤有机质积累的作用方向还不清楚，以下对这方面已有研究加以详细阐述。
1.2 酸碱度对红黄壤肥力的影响
土壤肥力的高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养分有效性，二是有机质含量，二者之间密切联系。有机质含量高的土壤，一般大部分养分有效含量也较高，特别是氮和磷。大多数养分的有效性是在中性和弱酸性土壤中较高。通过提高酸性土壤pH的方法，可以提高土壤大多数养分有效性，但是酸碱度对土壤有机质的影响存在两种不同观点。
澳大利亚34年酸性土壤改良试验结果表明，施用石灰提高了农田土壤pH，但是降低了有机质含量和大团聚体稳定性[4]。全国农田土壤大数据Meta分析表明，氮肥诱导的土壤酸化驱动了有机质积累[5]。中国陆地生态系统Meta分析结果也表明，外源氮输入诱导土壤酸化，促进了土壤团聚体特别是大团聚体的形成和有机质积累[6]。对我国东南地区土壤pH和有机质数据分析表明，土壤pH值降低量和有机质增加量呈显著正相关，氮肥诱导土壤酸化，同时提高有机质积累[7]。氮肥诱导土壤酸化，也改善作物生长，提高作物根系生物量和根系碳沉淀，增加土壤碳输入量，那么，氮肥提高土壤有机质积累的原因是土壤酸化、还是根系碳输入量增加？研究结果表明，氮肥促进土壤有机质积累的主要原因是土壤酸化，而不是根系外源碳输入的增加[8]。土壤酸化通过以下两个机制促进有机质积累：一是土壤酸化降低微生物活性，从而降低有机质矿化分解；二是土壤酸化提高土壤矿物表面正电荷，加强对带负电的有机官能团的吸附，降低可溶性有机碳淋溶，起到物理和化学保护作用[5]。这些分析表明，土壤酸化或低pH有利于有机质积累；相反，长期施用石灰虽然提高了土壤pH值，但会降低土壤有机质积累，CaCO3和酸反应，产生大量二氧化碳，还会增加碳排放。

相反，一些学者对“土壤酸化有利于有机质积累”的观点提出了质疑。Kuzyakov等人认为，不合理的统计分析方法造成了“氮肥诱导的土壤酸化可增加农田土壤有机质积累”的结论，并认为这一结论会误导氮肥的过量施用，他们强调在石灰性土壤上，土壤酸化会引起碳酸钙的酸解，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造成土壤无机碳的大量损失[9]。氮肥诱导的土壤酸化导致土壤CaCO3中无机碳的巨大损失，对土壤酸缓冲能力、团聚体形成、土壤有机碳稳定性、微生物和酶活性、养分循环和有效性、透水性、作物生产力等造成负面影响[10]。施用等量的有机肥，在碱性土壤固碳量要高于中性和酸性土壤[11]，暗示酸性土壤固碳能力低。实验室模拟试验结果表明，土壤酸化增加了有机碳淋溶和锰损失，而锰对于土壤有机碳固存有重要作用[12]。培养试验也表明，添加外源碳酸钙增加土壤pH值、可溶性有机碳和微生物生物量碳含量[13]。这些结果又表明，土壤酸化或者低pH不利于有机质积累，还会导致无机碳损失。

酸碱度对土壤有机质积累的影响存在上述两种相反的观点。那么，低pH还是高pH更有利于土壤有机质积累？碳酸钙对土壤有机碳矿化的影响可能依赖于碳酸钙添加量，低量碳酸钙促进土壤团聚体形成，抑制土壤有机质矿化分解，而高量碳酸钙则显著提高土壤pH，增强微生物活性，促进有机质矿化分解[14]。因此，推测土壤酸碱度对有机质积累的影响可能因土壤初始pH和pH变化量而异，pH效应大小取决于有机质分解量、合成量和固持量的综合结果。考虑到全国范围内土壤pH范围介于9.0到3.0，变化幅度很大，对于不同土壤类型，即使土壤pH降幅一样，对有机质积累的影响可能也不一样。土壤酸化促进或者抑制土壤有机质积累两种观点均有合理性，尚需进一步设计精细pH梯度试验，研究酸碱度对土壤有机质积累的影响及其相关机制。目前的观点大都是基于大数据统计分析，根据相关性分析得出的结论，缺少试验佐证。另外，氮肥导致的农田土壤酸化对有机质积累的影响，有可能是氮肥本身效应，也有可能是土壤酸化效应，以前研究很少区分氮肥和土壤酸化的独立效应。
2 红黄壤降酸与培肥协同的有机无机肥配施模式
2.1 有机肥在红黄壤降酸与培肥协同中的重要作用
提高酸性土壤pH最传统有效方式是施用石灰，但由于石灰具有粉尘污染、深层改良不足、易造成土壤板结和返酸等问题，农民不愿意使用石灰改良酸性土壤。在酸性土壤上施用石灰类物质，其中的碳酸钙会与H+反应，释放大量的二氧化碳，造成无机碳损失和温室气体排放。生物质炭在酸性土壤改良和产能提升上效果明显，但连年施用成本高、用量大，在农业生产应用中也受到限制。其他工业废弃物如粉煤灰、碱渣、磷石膏、造纸废渣等也可用于酸性土壤改良，但由于担心负面环境效应，也未能有效推广。上述酸性改良剂大都侧重于土壤酸度改良，在提高肥力和改善结构方面效果不佳，不能协同解决红黄壤酸、瘦、黏等复合障碍问题，限制了它们的应用。在中性和碱性土壤上，化肥和有机肥常表现出相似的肥效，有时化肥的肥效甚至比有机肥好，但在酸性土壤上，有机肥表现出更好肥效，不仅能提高土壤肥力，而且能提高土壤pH和酸缓冲能力，减缓土壤酸化，降低毒性铝浓度，还有改善土壤结构的效果[2]。因此，施用有机肥是土壤降酸与培肥协同的一条有效途径。
2.2 红黄壤旱地有机无机肥配施的降酸培肥效果
在红黄壤旱地上的许多研究表明，化肥和有机肥配合施用具有增产、培肥、降酸和改善土壤结构的效果[15-19]。但有机肥施用量不可过高，以25%有机肥配施75%氮磷钾化肥效果最佳，在过高有机肥投入水平下，土壤有机碳的固持接近饱和，当有机碳投入超过分解拐点后，黄壤固碳效率大幅降低[15-16]。在提高酸性黄壤pH、有机碳、全氮、玉米和大豆产量效果上，50%有机肥替代化学氮肥效果最佳[20]。100％有机肥替代化肥显著促进黄壤有机碳矿化，降低有机碳的稳定性，而50％有机肥替代化肥则抑制有机碳矿化，有利于有机质积累[21]。因此，适合的有机肥和化肥配比及用量对红黄壤旱地降酸、培肥和结构改良非常关键。
2.3 红黄壤水田有机无机肥配施的降酸培肥效果
红壤性水稻土长期定位试验结果表明，与单施化肥相比，化肥和有机肥平衡施用改善土壤养分状况，提高水稻产量[22]。黄壤性水稻土长期施肥定位试验结果也表明，相对于化肥，有机肥的添加显著提高黄壤有机质含量，其中25%～50%有机肥氮替代化肥氮能显著提升有机碳稳定性，增加土壤碳储量，减少碳损失，提高土壤pH，降低土壤容重，提高土壤孔隙度，增加氮磷的供应[23-26]。虽然长期施用有机肥可提高黄壤性水稻土有机碳净积累量，但是施有机肥处理的土壤有机碳矿化速率高于化肥处理，所以降低有机肥施用条件下有机碳矿化速率对于黄壤培肥至关重要[27]。总之，不管是旱地还是水田，适宜的有机肥/化肥比例和用量对于红黄壤降酸、培肥和作物增产非常关键，用量和比例取决于土壤pH、土壤类型（旱地或水田）、作物种类、化肥和有机肥种类等因素。

3 红黄壤团聚体-有机质-微生物耦合作用与降酸培肥
3.1 有机无机肥配施对红黄壤团聚体-有机质-微生物相互作用的影响
团聚体是土壤结构的基本单元，是有机质的“储存器”，是微生物的“孵化器”；有机物质是团聚体形成和稳定的胶结剂，是微生物生长的营养来源；微生物是土壤有机质合成和分解的主要驱动者，是影响团聚体组成和稳定性的关键因素。团聚体-有机质-微生物相互作用与土壤固碳培肥关系密切。长期有机培肥加快团聚体形成周期，增强团聚体稳定性，增加团聚体养分赋存的总量，提高养分有效性[28]。粪肥施用影响土壤团聚体的形成和稳定性，大部分研究主要认为粪肥施用促进土壤大粒径团聚体的形成[29]。有机无机肥配施可能通过影响团聚体-有机质-微生物相互作用，实现红黄壤的降酸、培肥、结构改良。与单施化肥相比，施用有机肥提高红壤性水稻土轻组有机碳、颗粒有机碳、易氧化有机碳含量[30]。长期有机无机肥配施改善红壤团聚体结构，增加大团聚体比例，降低微团聚体比例，提高土壤团聚体各组分有机碳含量[31-33]。长期施用有机肥可以降低黄壤容重，改善团聚体结构，增强物理结构的稳定性，对于黄壤有机碳和有机氮的保护具有重要作用[17,34]。因此，加强大团聚体中的微生物群落的调控是红黄壤固碳管理的重要策略。
有机无机肥配施不仅可直接影响土壤团聚体组成和稳定性及有机质积累，还可通过改变微生物影响团聚体和有机质积累。土壤微生物主要通过分解周围的有机物，并释放代谢产物，从而影响土壤颗粒在团聚体中的胶结程度[35]。土壤有机碳含量的升高可提高微生物活性，微生物调控了植物源有机物在土壤矿物表面固持，从而影响有机质积累和团聚体的形成[36]。不合理施肥导致微生物群落单一、丰度较低，而有机无机肥配施则可显著优化微生物群落组成。长期有机无机肥配施通过维持红壤微生物结构稳定性，促进碳氮代谢相关微生物关键种功能发挥，提高土壤pH和综合肥力[18-19,22]。长期施用有机肥能够提高黄壤稻田土壤肥力，改变细菌生长环境，进而改变细菌群落结构组成，提高细菌群落多样性[37-38]。
3.2 铝和铁在红黄壤团聚体形成和降酸培肥中的作用
红黄壤最明显特征是脱硅富铁铝化。有机-金属矿物结合对于土壤有机质积累具有重要作用[39]。钙、铝、铁能够通过钙桥、铝桥、铁桥的方式促进土壤团聚体形成。有机颗粒表面的阴离子基团可通过多价阳离子（Al3+、Ca2+、Fe3+）吸附在黏土矿物表面，形成黏粒-多价阳离子-有机质微结构，是形成土壤微团聚体的主要胶结机制，其键合力的顺序为：Al3+ > Fe3+ > Ca2+ > Na+ [40]。红黄壤团聚体形成可能与铝、铁关系密切。铁铝氧化物具有较大的表面积，能够和黏土颗粒反应，是形成土壤团聚体的重要因子，铝和铁在土壤有机质固持中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关注[41-46]。通过美拉德反应（Maillard reaction，一种非酶催化的反应），铝和铁显著促进土壤中有机小分子聚合化，形成稳定有机质[45]。有人用有机物-金属之间的“胶水理论”解释土壤有机碳固存机理：首先，植物源有机物质的微生物分解，土壤金属如铁和铝的溶解，然后，合成有机物-金属相，最后与黏土形成中等密度小团聚体[42]。因此，铝和铁在土壤团聚体形成和有机质积累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土壤中有机物质和金属氧化物种类繁多，不同种类和含量对团聚体形成和稳定的贡献不同，且容易受到外界环境影响，彻底厘清有机质和金属氧化物对土壤团聚体形成的作用是解开土壤结构和有机质形成的关键[35]。
土壤团聚体稳定性与铁、铝的形态有关[47-48]。草酸提取态和DCB（dithionite­citrate­bicarbonate）提取态的铝与土壤有机质含量具有非常显著相关性，可很好预测土壤有机质含量，而草酸提取态铁与有机质相关性较差[49-51]。对自然林地的研究表明，土壤酸化提高了各种形态铁氧化物含量和团聚体稳定性，但是降低了铝和锰氧化物含量，认为氧化铁是团聚体形成的主要因子，而铝和锰在土壤酸化条件下淋失[52]。相对于铝，三价铁还可促进土壤有机质氧化分解，释放二氧化碳和甲烷[53]。长期秸秆还田试验结果表明，土壤中的铁铝氧化物与秸秆中的有机碳发生反应，通过吸附和共沉淀的方式促进土壤对有机碳的固定和保持，从而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54]。有机肥部分替代化肥显著提高红壤团聚体稳定性、大团聚体数量和提取态铁铝氧化物含量[55]。有机-无机肥配施可能通过改变红黄壤中铝和铁的形态、含量，促进团聚体形成和有机质积累，这仍需更多试验数据来支撑。
酸化可通过改变土壤铝和铁的形态和含量，影响团聚体形成和有机质积累。土壤酸化提高了水稳性团聚体的比例、铁氧化物和有机碳含量[56]。土壤酸化促进土壤铁/铝氧化物的溶解，导致土壤溶液Al3+和Fe3+的浓度显著增加，这两种离子会在黏土矿物和有机分子之间形成桥键，促进团聚体形成[35]。土壤胶体都带有不同程度的电荷，红黄壤电荷特性与活性铁铝氧化物密切相关[57]。土壤颗粒表面电荷性质受pH影响，黄壤胶体颗粒凝聚与否强烈依赖于pH[58]，这必将影响到黄壤团聚体的形成。pH在团聚体形成和有机质固持中具有多方面作用：（1）随着pH的降低，腐殖酸对铁氧化物和黏土矿物的吸附增加，这意味着低pH提高矿物表面对腐殖酸的吸附量；（2）随着pH的降低，带负电荷土壤胶体颗粒之间的静电斥力会降低，促进了有机物和矿物颗粒间的胶结；（3）pH降低还会影响土壤中很多阳离子的有效性，间接影响团聚体的形成[35]。这些理论分析可用来解释前面1.2讨论的“pH对土壤有机质影响”的可能机制。有意思的是，铝能够与腐殖质形成复合体，铝-腐殖质复合体的形成对土壤有机质积累具有重要意义，并减少铝对植物的毒害[59]。通过铝、铁与有机物质形成复合体，不仅可以促进团聚体形成和有机质提升，还可以降低酸性土壤中这些金属元素对植物的毒害。理解不同施肥模式下红黄壤铁铝形态、含量与团聚体、有机质的相互作用机制，不仅有助于提高土壤肥力和抗酸化能力，而且能降低铝的生物毒性，具有多重意义。

4 研究展望

4.1 研发红黄壤酸和瘦复合障碍协同消减新技术
土壤肥力是多个指标的综合表征，包括物理、化学、生物等指标。不同类型土壤肥力的限制因子不一样。酸和瘦是红黄壤地力低下的两个主要因素。我国南方红黄壤坡耕地酸瘦程度在土地利用类型间和田块间存在很大差异，有的土壤是强酸低肥力类型，有的是中等酸性低肥力类型，有的是中等酸性高肥力类型，等等，不同类型酸廋程度土壤的改良技术存在差异。前面的分析表明，降酸与培肥之间存在协同作用，但是目前尚缺乏施用简单、经济有效的不同类型酸瘦程度红黄壤障碍协同消减的针对性技术，特别是现有技术的落地性和区域推广性较弱，限制了这些技术的大面积应用推广。因此，需进一步研发可落地、可推广、农民可接受的红黄壤酸瘦复合障碍协同消减新技术。
4.2 综合运用多学科交叉知识是团聚体-有机质-微生物耦合机制创新的关键
目前土壤学面临的重要挑战是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提升耕地质量需要土壤学与生物、物理、化学、地理、矿物等多学科知识交叉融合。土壤是一个有生命的复杂体系，单一学科知识很难充分理解这一复杂体系中存在的科学问题，多学科知识交叉能加强我们对问题的理解。红黄壤团聚体-有机质-微生物间作用机制研究需要多学科知识，包括土壤矿物学、土壤物理学、土壤化学、微生物学、植物营养学等。近年来，土壤肥力研究越来越重视学科交叉，但仍不够，交叉也不深入。例如，土壤颗粒表面经常带有电荷，不同土壤表面电荷的性质和量都不一样，南方红黄壤是一种可变电荷土壤，土壤表面的电荷性质对于土壤团聚体形成、养分离子和有机阴离子的吸附、解吸具有很大影响，但是土壤电化学的知识较少应用在团聚体-有机质-微生物相互作用研究中。另外，植物营养学特别是根际营养知识在团聚体-有机质-微生物相互作用研究中应用较少，而根系大小、根际分泌物对团聚体形成、碳源输入、微生物生长均具有重要作用。
4.3 加强新技术在红黄壤降酸和培肥协同作用微观机制研究中的应用
近年来土壤和生物检测技术发展迅速，土壤学研究已进入一个新时代。X射线计算机断层扫描可在不破坏样品完整性的前提下，观察样品三维外观形态和内部结构，分辨率可达微米级，精确量化孔隙网络、根系生长、土壤动物通道、团聚体分布等，并实现观察结果的三维可视化呈现。同步辐射技术能以极高的分辨率（可达纳米级），分析土壤中的元素分布、化学形态和微观结构，可清晰地看到碳、铁、磷等元素在土壤微域中的具体分布及其与矿物表面的结合状态，用以研究元素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污染物迁移固定、土壤有机质稳定化机理等。土壤微生物检测的宏基因组学与宏转录组学、代谢组学与脂类组学等技术发展也很快，可快速和全面地研究土壤微生物组成、结构、功能。充分利用这些新技术，将加快红黄壤降酸培肥协同作用的微观机制研究。
4.4 突出具有红黄壤特色降酸培肥的分子机制研究
红黄壤的成土条件和过程明显不同于其他类型土壤，铁铝含量高，可能蕴含有独特的团聚体-有机质-微生物耦合机制。例如黄壤，分布于高海拔地区，土壤湿润，温度较低，这种特殊的气候和土壤条件有利于有机质积累。目前，关于土壤团聚体-有机质-微生物相互作用的研究报道很多，但红黄壤相关研究相对较少，缺乏对红黄壤酸化、团聚和稳定过程及有机质积累的深入研究和理论认识，特别是铁和铝在红黄壤有机质积累中的分子机制研究明显不够。另外，黄壤pH和有机质一般高于红壤，二者成土过程有明显差异，因此红壤与黄壤降酸及相关培肥机制可能也不一样，二者可能蕴含有不同的团聚体-有机质-微生物耦合机制。
4.5 分离红黄壤降酸培肥协同的合成菌群
目前，大多数农田土壤微生物报道都是研究施肥、耕作、栽培、环境等因子对土壤整体微生物群落或者单一功能微生物的丰度、多样性和群落结构的影响，并依据这种变化与土壤理化指标、作物养分吸收和产量之间做相关性分析，反推微生物可能具有的功能。这种群落水平的微生物研究主要是反应了微生物对环境的响应，在一定程度上暗示它们可能具有某一功能，但是不能直接确定这些微生物的作用。基于微生物基因高通量测序的结果，很难直接分离这些微生物，用于农田土壤改良和利用。近年来，微生物培养和分离技术快速发展，研究证明微生物合成菌群在农业上的应用价值，一些微生物合成菌群能够帮助作物抵抗酸铝胁迫[60]。因此，尝试从红黄壤中分离降酸培肥功能微生物，合成微生物菌群，并优化这些合成菌群在田间定植和发挥功能的条件，有望逐渐从微生物理论研究走向田间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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